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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论  文】 

汉语学习与中国少数族群的现代化1 

 

马  戎2 

 

摘要：对于进入工业化时代的现代国家，国内地区间在行政体制、经济制度、文化模式等方面进

行整合是历史的必然，需要建立学校接受工业文明知识体系，也需要推行国内通用语。由于中国

各族之间的语言文化及经济发展基础的差异，现代学校体系的发展呈现地区“梯度”现象。同时，

少数族群人口规模制约了母语出版物的发展，汉语成为中华各族学习现代知识的主要工具。1949

年后，一些民族自治地方实行“民语学校”和“汉语学校”双轨制。由于“民语学校”毕业生就

业困难，少数族群劳动力很难进入“非农”行业就业，2000 年后新疆等地少数族群劳动力就业

形势愈发严峻。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加强汉语学习和双语教育已成为中国少数族群融入现代化进

程的桥梁，这是国家教育政策调整所需研究的重要专题。 

关键词：现代知识体系  国家通用语  双语教育 

 

今天的世界正从工业化过渡到全球化。在这一进程中，哪怕是在地球上最偏僻的角落，从历

史上继承延续的传统社会组织、经济体系、知识体系都不可避免地被逐步打破。“资产阶级……

把所有封建的、宗法的和纯朴的关系统统破坏了。……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都卷入文明的漩

涡里了。……它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470）。地

球上已没有任何空间让某个群体能够安享“闭关自守”的“世外桃源”。不仅各国之间的政治交

往、商业贸易、人口流动、司法纠纷需要尊重国际法规，各国生产的各类产品如要出口必须参照

国际社会通用标准，甚至在国内销售的食品、服装、电器等也需要参照国际标准，否则会对在本

国居住、旅行的外国人造成困扰。 

同时，为了适应现代国际秩序，为了维护国家统一、提高内部凝聚力和对外竞争力，各国政

府必然推动国内各地区在行政体制、经济制度甚至文化模式等方面完成相应的整合，从传统的“多

元化”形态逐步向“一体化”过渡。各国内部的这一社会整合是完全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历史发展进程。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地区封闭的打破，各族交往交流的增多，会极大地促进族

际交融，这是历史趋势。尽管各群体的社会传统之间存在差异，在整合过程中各自主动性的程度

不同，群体互动中的竞争态势不同，但是，国内大大小小的地方性群体不可避免地将被纳入全国

性经济体系，使用共同的政治话语，遵循相同的市场规则。在文化领域，各地区将保持一定程度

的地方和族群特色，但是全国通用的工具语言、相似的文化事业管理体制、相通的文化和娱乐业

市场等也使一个多族群国家内部的文化模式在“多元”传统之上出现“一体”的结构性特征。同

时，只有全体国民中真正建立起一个国家层面的整体性文化认同，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构

建”（nation-building）进程才算取得成功，全体国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才有牢固的情感基础。 

1．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工业文明的现代教育为基础 

最早开启工业革命并持续引领世界经济、贸易、科技发展的欧美各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发展

出了一套政治话语、经济组织、知识体系和技术标准，与之相应的教育制度在知识创新与传播方

                                                        
1 本文刊载于《社会政策研究》2017 年第 1 期。 
2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社会学系教授，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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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具有明显优势。与之相比，亚非拉各国传统知识体系和传统教育制度所培养的人才，无论是在

战场上还是在贸易中都无法与之竞争，所以“变法”、“改制”成为这些国家救亡图存的必然出路。

进入 21 世纪，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交往与竞争，实际上是人才和教育的

竞争。因此，提供现代知识体系（中小学的语文、数学、自然等课程，中学的物理、化学、生物、

历史等课程，大学中的各专业课程）的学校教育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义务教育的涵盖和层

级不断提高，发展优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建设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队伍成为各国政府推进本国

现代化发展的主要战略举措。 

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鸦片战争前，中原王朝早已发展出由私塾、书院、官

学、科举制度等构成的一个完整教育体系和考试制度，与此同时，居住在今天中国境内的边疆群

体也建立了各自的地方政权和教育体系，并与中原保持了密切的交往交流和相互学习。为了促进

边疆群体与中原之间的交流与相互学习，中原王朝吸收边疆部落青年或接受“外藩”派遣人员来

内地学习，专设以讲不同语言异族人员为对象的语言教习机构，如唐太宗在长安设立的“国子监

总设七学馆（国学、太学、广文、四门、律、书、算）、各置博士。……增收中外生员多至八千

余人”（范文澜，1965：762）。中原与边疆之间的教育交流历史悠久。“科举制就是一个推动不同

族群融合的有效政策之一。通过基于共同文本的科举取士，不同族群的人有了共享的文化与语言”

（白彤东，2016：82）。正是这样一个既共享文化基础又各具特色的“多元一体”的教育体系，

推动着中国各族群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一代又一代地继承和延续了中华文明。中国的科举制度

为内地的下层人士和边疆精英的社会流动提供了一定的机会并有力地推动国家内部的文化整合，

启蒙时代的一些欧洲思想家（如伏尔泰）认为是坚持世袭等级制度的欧洲社会应当效仿的榜样。 

尽管中华文明丰富灿烂，但是毕竟没有从中国传统知识和教育体系中发展出来一个工业化和

现代科学系统。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开始领略了工业文明的利害。1905 年，清朝最终下决心“废

科举、兴新学”，引进国外教材1，仿效欧美工业国家教育体系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校体系。这些新

建的学校不仅全面接受了西方国家理工科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建筑、机械以及医科、农

科、军事等学科体系和教育程序，而且接受文学、哲学、考古、历史、经济学、法学、政治学、

社会学、人类学、新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和教育程序。外国教会、基金会在中国创建

现代教育体系的这一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些现代学校首先在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中国

沿海都市建立，逐步推广到乡镇和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这些现代学校的建立和发展，不仅为中

国在民国时期的工业化和科学技术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也为坚持 14 年的抗日战争提供了各领

域急需的人才队伍。 

2．我国不同地区在现代教育发展方面的“梯度”差异 

这些现代学校建立的时间、规模、层级和教育质量，在我国 960 万平方公里国土上的推进速

度是不一样的，形成了我国不同地区在现代教育发展水平的“梯度”差异。而学校教育发展的“梯

度”区域，与各地区在现代产业发展起始时间、速度和水平方面呈现的“梯度”现象之间，存在

着直接和密切的相互关联。现代学校培养了具有现代知识和技能的人才，这些人才的就业推动当

地的社会与经济发展。因此，分析各地区学校学生的人数（规模、比例）和学业的层级（小学、

初中、高中及以上）以及他们的就业、发展状况，有助于我们了解该地区社会与经济的发展现状

与前景。 

今天中国各地区在现代教育发展方面出现的“梯度”差异有其历史根源。在部分少数民族聚

居的边疆地区如云、贵、桂、甘、宁等省，自元朝之后就开始推行中原地区的儒学教育和科举制

度，推动当地族群逐步接受中原地区的语言与文化，许多少数族群精英讲汉语、读经书、参加科

举并加入国家行政管理体系。在新疆、蒙古、藏区等地，清朝政府实施与中原地区不同的“多元

                                                        
1 据顾颉刚先生介绍，1905 年后中国新办小学的教材引自日本（顾颉刚，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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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行政体制，体制差异对这些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学习造成负面影响。清朝晚期

在西藏推行“新政”并开始兴办学校，1938 年民国政府在拉萨开办了第一所小学（多杰才旦，

1991：57）。光绪年间新疆开始建立学校，1919 年新疆有各类学校 141 所，但是教材多为四书五

经类，私立学校则主要是讲授《古兰经》的经文学校（白振声、锂渊信一，1992：115）。学校教

育起步时间有早有晚，普及速度有快有慢，导致西部与东部地区的现代教育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

异，要想改变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在现代教育领域的地区差异，需要一个长期不懈努力的过程。 

3．语言差异对不同地区教育发展的影响 

在新疆、藏区等西部少数族群聚居区，民族语言仍然是当地民众的主要工具性语言，语言文

字差异是导致我国西部现代学校教育发展与东中部地区出现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直至今日，南

疆地区和广大藏区基层社会的通用语言仍是当地族群的母语（维吾尔语和藏语），因此，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西部地区推行和发展汉语文学习和双语教育就成为在这些地区推动全国性文

化整合的必然措施。这将为中国各族之间加强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中的交往交流交融

提供必要的语言工具。与其他现代民族国家一样，推广“国家通用语教育”是中华民族“民族构

建”（nation-building）进程中的历史发展趋势，是在国家层面建立“文化认同”的社会基础。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拨乱反正”过程中，针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些“左”的做法，政府

强调加强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如西藏自治区要求藏族学生必须在藏语班学习，对民汉合校合班的

办学方法进行调整，推动民汉分校分班1，对通过母语学习的少数民族学生实行高考加分制度等

优惠政策。这些做法起到了加强少数民族母语教育的目的，但是民汉分校分班的做法客观上构建

了民族之间的文化隔阂2，不利于少数民族青少年建立对各族共享“中华文化”的文化认同。假

如当年不是采取强制性行政命令的方法，而是允许学生/家长自愿申报不同类型学校（汉语授课

的普通学校、民语授课的少数民族学校、兼用汉语和民语授课的双语学校），同时在汉语授课的

普通学校加授民语课程，这样的思路可能更加有利于各族学生之间学习了解彼此的语言与文化传

统，更有利于构建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2014 年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积极

推进民汉合校、混合编班，形成共学共进的氛围和条件”。这一新思路可以说是对当年做法的反

思与调整。 

4． 各种文字出版物能够向读者提供的知识体系 

我国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和传统文化需要保护和继承，这一点毋庸置疑。少数民族学生在学

校学习母语，这是宪法明确规定的公民权力。与此同时，我们研究少数民族教育的现状和发展前

景时，还有一个方面也需要加以关注。那就是在现实社会中，不同文字出版物向掌握该文字读者

所提供的知识体系的规模与质量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而且这一差异与少数民族学生在完成学校

教育毕业后的就业前景密切相关。 

中国正式出版物约 97%是汉文出版物。2010 年全国出版图书 328,397 种，其中少数民族文字

图书 9,429 种，仅占 2.87%（国家统计局，2011：902）。汉、满、回等通用汉语的人口规模超过

12 亿3。现代知识体系源自西方国家，许多领域的经典文献和知识创新成果多在西方国家出版，

因此，翻译工作的规模和速度对于中国人学习并赶超先进工业国家十分重要。自 20 世纪初，中

国开始翻译国外各学科经典文献，庞大的汉族文化科技队伍是翻译国外文献的重要力量，上亿的

                                                        
1 1984 年《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要求“教学要以藏语文为主，小学全部用藏语文，中学可以增设汉语课，现在

没有这样办的，必须积极设法改过来”（多杰才旦，1991：144）。1988 年西藏自治区颁布的《西藏自治区关于

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试行）的实施细则》明确规定“从 1987 年秋季招收的小学一年级开始，

藏、汉族学生分开编班，分别制定教学计划”（马戎，1996：385）。 
2 列宁曾明确提出：“铲除民族之间的种种隔膜，使各民族的儿童在共同的学校里打成一片”（列宁，1913：304）。 
3 语言学家统计，汉语是今天全世界应用人口最多的语言（11.97 亿人，占世界人口 15.22%），西班牙语是应用人

口第二大的语言（4.88%），英语是第三大语言（4.68%） http://baike.so.com/doc/6587758-6801532.html。这是

根据母语人口计算的，在日常阅读中包括英文出版物的人数应高于这一比例。 

http://baike.so.com/doc/6587758-68015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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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阅读人群则是支持这一翻译出版事业的经济基础。 

2010 年，中国 6 岁以上人口受教育水平在“大专及以上”的有 118,374,897 人，其中汉族、

回族、满族人口总计 1.13 亿，占总数的 95.6%（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2012：259-261）。正是

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汉文版购书群体使人类社会主要文明的经典作品均出版了中译本，国外最新

出版的重要书籍文章在几年内即有中译本，这使许多欧洲国家的学者十分羡慕。因此，无论从中

国传统文献积累还是从国际化现代知识含量和应用人口规模来看，今天的汉语文（中国国家通用

语）已成为世界现代知识体系的重要新载体，是联合国 6 种工作语言之一1，在中国国内的知识

交流和知识创新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工具作用。对于享有学习汉语便利条件的中国各少数族

群而言，与许多周边国家民众的语言学习环境相比，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相比之下，我国几种主要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物数量小、种类少，只能为读者提供有限的现代

知识。以新疆大学图书馆藏书的维吾尔文图书为例，理科基础学科的“数学”类图书仅为北京大

学图书馆汉文藏书“数学”类的 1.05%，“物理学”类为 0.68%，“化学”类为 1.03%，“地理学”

类为 0.82%，“普通生物学”类为 1%；文科中的“财政金融”类图书仅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同类汉

文藏书种类的 0.14%，“法律”类为 0.91%，“史学理论”类为 0.26%，“社会学”类为 0.86%（马

戎，2012：281）。由此可见，即使维吾尔族学生熟练掌握了维吾尔文，他们从阅读现有的维吾尔

文出版物所能获得知识的量与质（特别是现代科技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与汉文出版物是无法相

比的。 

少数民族出版物之所以到 21 世纪仍然只有如此规模，与人口规模密切相关。2010 年蒙古族

6 岁以上人口受教育水平在“大专及以上”有 78.2 万、维吾尔族有 56.6 万、藏族有 30.9 万、朝

鲜族有 28.2 万、哈萨克族有 11.5 万。如果一本翻译的学术著作能够在“大专及以上”人群中吸

引万分之一的读者，这本书的汉文版可售出 1.13 万册，维吾尔文版仅售出 57 册。即使政府出资

补助，这几种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物的翻译和出版规模也必然有限，而且，许多国外前沿科技创新

著作要找到专业水平合格的少数民族文字译者也十分困难。2005 年我在喀什第二中学调查双语

教育时，维吾尔族学生告诉我，即使要想学好中学数学，也需要阅读汉文教学参考书。这反映出

两种文字教科书和辅助读物在数量和质量上存在的差别。从世界各种语言的发展历史看，语言之

间的竞争存在“马太效应”，随着全世界知识创新速度越来越快，维吾尔文出版物与汉文出版物

之间在知识含量方面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而不可能缩小。同时，随着新疆与内地在经济活动和

劳动力市场方面的进一步整合，对劳动力素质和现代知识的要求越来越高，维吾尔文教材和出版

物提供知识的局限性必将进一步凸显。 

境外的哈萨克斯坦可以作为语言工具性考量的一个例子。由于俄语在中亚各国、俄哈交流中

的传统优势，1991 年哈萨克斯坦独立后，大学许多专业仍继续使用俄文教材。纳扎尔巴耶夫总

统指出：“不应限制使用俄语，哈萨克人普遍掌握俄语，为本民族提供了接触现代化信息的机会”
2
。表明这位哈萨克斯坦领导人没有被盲目的民族主义情感所蒙蔽，而是清醒地看到哈萨克文出

版物在传播现代化知识与创新信息方面的局限性。  

5．现代学校教育必须考虑就业市场的专业人才需求 

有人说，即使少数民族学生在现代知识体系（理科、工科、文科、医科等）方面的学习成绩

不理想，但是如果他们把母语文学好，仍然是今日社会所需要的人才。从理论上讲，这自然是对

的。但是，我们必须面对现今就业市场上对不同类型人才的需求结构，换言之，我们需要清楚地

了解，今天的劳动力和人才市场对少数民族语言人才的需求规模究竟有多大。 

表 1 介绍了 2010 年我国汉族、维吾尔族、藏族这 3 个群体就业人口的行业分布规模和结构。

                                                        
1 其他 5 种语言是英语、法语、俄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 
2 《参考消息》1997 年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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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口普查把行业分为 20 个类别，第 20 类是“国际组织”，由于在这一项中就业的全国总人

数仅为 6,580 人，所以表 1 将此类略去。从其余 19 类具体行业内容来看，能够阅读少数民族文

字出版物并掌握相关知识可能在新疆地区 5 个行业的就业竞争中具有一定空间：第一个是“教

育”，以少数民族学生为工作对象的教师队伍可吸纳大量少数民族人才，特别是南疆中小学校；

第二个是“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新疆文化事业的服务对象中，母语不是汉语的少数民族人口

超过新疆总人口的一半；第三个是“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其中“科学研究”应

当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历史、哲学、宗教、地理、医学方面的研究工作，相关领域可吸收一定数

量少数民族语文人才，但这一行业类别中的“技术服务、地质勘查业”仍然需要以汉文为载体的

现代知识；第四个和第五个分别是“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和“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在这

两个行业中，对于在少数族群聚居区工作的就业人员而言，少数民族语言是重要的交流工具和工

作文字。 

 

表 1、2010 年中国就业人口的行业分布 

 劳动力合计

（人数） 

劳动力合计

（%） 

农林牧渔业

（%） 

采矿业 

（%） 

制造业（%） 电力、燃气及

水的生产和供

应业（%） 

建筑业（%） 

全国 71757149 100.000 48.291  1.128  16.832  0.691  5.467  

汉 65624215 100.000 46.422  1.162  17.656  0.713  5.725  

维 548294 100.000 82.588  0.330  2.261  0.222  1.127  

藏 323034 100.000 82.225  0.192  1.252  0.279  1.527  

 交通运输、仓

储和邮政业

（%） 

信息传输、计

算机服务和软

件业（%） 

批发和零售

业（%） 

住宿和餐

饮业（%） 

金融业 

（%） 

房地产业 

（%） 

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 

全国 3.547  0.613  9.285  2.731  0.810  0.671  0.685  

汉 3.674  0.637  9.695  2.784  0.844  0.707  0.715  

维 1.574  0.164  3.339  0.853  0.194  0.125  0.371  

藏 1.159  0.176  2.314  1.312  0.259  0.060  0.132  

 科学研究、技

术服务和地质

勘查业（%） 

水利、环境和

公共设施管理

业（%） 

居民服务

和其他服

务业（%） 

教育 

（%） 

卫生、社会保

障和社会福利

业（%） 

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 

公共管理和社

会组织（%） 

全国 0.320  0.373  1.939  2.302  1.162  0.453  2.559  

汉 0.320  0.385  2.015  2.317  1.188  0.465  2.560  

维 0.335  0.269  0.694  2.339  0.833  0.212  2.407  

藏 0.098  0.197  0.380  1.719  0.708  0.353  5.663  

     注：本表劳动力人数依据人口普查的长表（10%）数据。 

 

在全国范围内，2010 年上述 5 行业就业的劳动力仅占劳动力总数的 7.573%，在汉族中占

7.677%，在维吾尔族中占 6.328%（总数约 31.5 万人）1。这 5 个行业就业人员在本族劳动力中所

占比例，汉族与维吾尔族在 3 个行业（教育，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公共管理和社

会组织）相差不多，但是在“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这两个行业所占

比例不到汉族的一半。由于汉族在这 5 个行业就业人员在全体劳动力中的比例也仅为 7.7%，所

以维吾尔族 6.3%的比例也属正常。上述比例数字告诉我们，在全体维吾尔族劳动力中，只有不

到 7%有可能在这 5 个行业的就业竞争中展现自己维语交流和通过维吾尔文出版物所获知识的能

力，其他约 93%的就业机会均要求就业人员掌握一定程度的汉文阅读能力，从而掌握本行业必要

的知识与信息。这一差别完全是由汉文、维吾尔文出版物所含现代知识的质与量所限定的，是就

业市场上客观存在的需求规则。 

                                                        
1 普查公布的“行业”“职业”等数据依据的是调查长表（10%样本）的信息，所以真实数字需要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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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余 14 个行业中，当工作伙伴或工作对象是新疆当地少数民族时，民族语言自然是有用

的口头交流工具，但是维吾尔文出版物提供的知识与这些行业工作内容之间的联系相对而言并不

那么直接和重要。以“卫生”行业为例，面对维吾尔族患者，医生如果能够用维吾尔语交流，无

疑有很大帮助，但是除了“维吾尔医学”专业的学生外，大多数医生学习的专业医科教材和参考

书主要是汉文书籍1，高层次医生还需要参考英文资料。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在这 14 个行

业就业的大多数劳动者仍然需要通过汉语进行工作交流和业务操作。从我们在南疆一些民族中学

进行的实地调查情况来看，维吾尔族毕业生的汉语交流与阅读能力是他们在这些行业实现就业的

“瓶颈”。 

在这 14 个行业中，汉维比例差别最为悬殊的是“农、林、牧、渔业”（汉族为 46.42%，维

吾尔族为 82.59%），汉族劳动力大量集中在“制造业”（17.7%，维吾尔族仅占 2.3%）、“建

筑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等，反映出汉族和维吾尔族劳动力在“非农产业”就

业方面的巨大差距。一个维吾尔族劳动者在“非农产业”就业方面是否遇到困难，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他的汉语文能力。在今天中国产业发展现状中，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和交通运输

业中的主要交流工具是汉语，机器设备的操作维修手册、施工流程与图纸等就业人员需要掌握的

知识信息几乎全部是汉文材料，政府不可能要求设备生产厂家为新疆少数使用者专门翻译印刷维

吾尔文版。因此，那些不懂汉语、无法使用汉语文本学习这些知识的维吾尔族青年很难进入这些

产业的职工队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民考汉”学生（在普通汉校学习的少数民族学生）就业情

况明显好于“民考民”学生（在民族学校通过母语学习的少数民族学生）。这些就业比例的差距

不应简单地被解释为“民族歧视”，而应当从各行业工作对主要工具性语言（汉语）能力的实际

要求来分析和理解。 

假如南疆农业生产一直保持传统耕作方式，父辈的言传身教就足以延续，学校教育可有可无。

但是从长远看，南疆的农业、林果业必然会向现代种植业发展，为了获得所需要的科技知识、设

备操作、市场供销信息等的最便利渠道是汉文出版物和汉文网站，农业产品的销售范围也必然扩

展到全国甚至走出国门，需要通过汉语文与客户和中间商交流。换言之，即使是南疆农业的未来

发展也离不开汉语文学习。从这个发展的大趋势来思考问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汉语学习和

双语教育的重要性，即不仅有助于改善维吾尔族今后在各“非农”行业的就业状况，而且对新疆

现代农业的发展前景也极为重要。汉语学习和双语教育已经成为我们思考新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教

育事业发展的核心议题。 

6．中国各行业就业劳动力结构的变化趋势 

表 2 把 1990 年、2000 年、2010 年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反映的汉、维吾尔、藏 3 个族群就业人

口行业结构进行比较。1990-2000 年期间，汉族劳动力产业结构的变化为农业劳动力下降了 8.3%，

第三产业提高了 5.2%，第二产业提高了 2.7%。同期维吾尔族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与汉族基本同步，

农业劳动力下降了 4.8%，第三产业提高 0.8%，第二产业提高 2.9%。 

 

表 2、中国就业人口的行业结构（%）（1990，2000，2010） 

 农业 
(1) 

工业 
(2) 

建筑运
输勘探 

(3) 

“第二产
业” 

(2)+(3) 

商业公
用事业 

(4) 

卫生福
利文教 

(5) 

金融保
险 
(6) 

“第三产
业” 

(4)+(5)+(6) 

机关 
(7) 

其他 
(8) 

总计 
% 

 1990 

全国 72.2 13.4 3.7 17.1 4.9 3.5 0.3 8.7 2.0 0.0 100.0 

汉族 71.3 14.0 3.8 17.8 5.1 3.3 0.3 8.7 2.0 0.0 100.0 

维吾尔族 85.2 4.4 1.5 5.9 3.3 3.4 0.3 7.0 1.9 0.0 100.0 

藏族 86.7 2.0 1.4 3.4 1.5 5.4 0.3 7.2 2.7 0.0 100.0 

                                                        
1 在新疆大学图书馆藏书中，“普通医学”和“临床医学”类的维吾尔文图书分别是北京大学这两个类别汉文图

书的 3.16%和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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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全国 64.4 13.5 6.0 19.5 9.1 3.8 0.6 13.5 2.4 0.2 100.0 

汉族                         63.0 14.2 6.3 20.5 9.4 3.9 0.6 13.9 2.4 0.3 100.0 

维吾尔族                     80.4 4.2 2.5 6.7 5.3 4.3 0.3 9.9 2.5 0.4 100.0 

藏族                         86.4 2.0 1.6 3.6 2.3 3.7 0.3 6.3 3.6 0.1 100.0 

 2010 

全国 48.4  18.7  9.3  28.0  13.3  6.2  1.5  21.0 2.6  0.00  100.0 

汉族 46.4  19.5  9.7  29.2  13.8  6.4  1.6  21.8  2.6  0.00  100.0 

维吾尔族 82.6  2.8  2.8  5.6  4.7  4.4  0.3  9.4  2.4  0.00  100.0 

藏族 82.2  1.7  2.8  4.5 3.9  3.4  0.3  7.6  5.7  0.00  100.0 

    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1993：752-763；2002：815-820；2012：739-745。 

     

2000-2010年期间，汉族农业劳动力比例下降16.6%，第三产业提高8.7%，第二产业提高7.9%，

说明这期间汉族人口加快了城镇化和“非农化”步伐。但是在同一个 10 年里，维吾尔族劳动力

产业结构却出现不同的变化趋势：农业劳动力比例逆向提高 2.2%，第二产业下降 1.1%，第三产

业下降 0.5%。一个可供对比的参照系是聚居在青藏高原上的藏族，藏区发展基础薄弱，但是在

这 10 年藏族劳动力结构的变化趋势与汉族相同：农业比例下降，第二和第三产业比例上升。我

国其他少数族群的相关数据没有呈现在表 2 中，但是绝大多数都与汉族的变化同步（参见马戎，

2004：665-670）。因此，在维吾尔族劳动力行业结构中出现的逆向变化是反常和罕见的，需要引

起高度关注。 

就业人口行业结构和职业结构是社会学研究“族群社会分层”的两个重要指标。人口普查数

据中的职业结构变化呈现出同样的态势：2000-2010 年期间，在 7 类职业（表 3）中，维吾尔族

劳动力的 5 个重要职业所占比例都明显下降：“党政机构负责人”从 0.84%降到 0.47%，“专业技

术人员”从 5.36%降到 4.24%，“生产运输工人”从 5.89%降到 4.55%，“办事人员”和“其他人

员”也下降 0.01%。唯有“农林牧渔劳动者”比例从 80.35%上升到 82.74%，“商业服务业”比例

上升 0.46%。究竟有哪些因素导致汉族和维吾尔族劳动力行业与职业结构出现不同的变化方向？ 

因素之一是这 10 年期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第二、三产业快速发展，GDP 增长多年呈

两位数，使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由于汉族人口超过中国总人口的 91%，这一转

型过程主要是通过汉族劳动力的城市化和产业转型完成的；因素之二是这 10 年中国教育事业的

快速发展，普及了 9 年义务教育，我国大学的年招生人数从 2000 年的 180 万人增加到 2010 年的

657 万人1。2000 年汉族人口中“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者所占比例为 3.9%，2010 年增至 9.74%。

与之相比较，2000 年维吾尔族人口中“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者所占比例为 2.7%，2010 年增至

6.35%。当我们不考虑学习语言（用汉语还是维语学习）差异、只以“受教育水平”（毕业学校层

级）结构来衡量教育发展水平时，应当说维吾尔族的大学教育发展速度并不算慢，与汉族大致同

步。 

表 3、中国就业人口的职业结构变迁（%）（2000，2010） 

 党政机构负责人 专业技术人员 办事人员 商业、服务业 

 2000 2010 2000 2010 2000 2010 2000 2010 

全国 1.67 1.77 5.70 6.83 3.10 4.32 9.18 16.17 

汉族 1.72 1.85 5.80 7.00 3.19 4.45 9.52 16.79 

维吾尔族 0.84 0.47 5.36 4.24 1.94 1.93 5.49 5.95 

藏族 1.00 0.76 5.29 5.09 1.82 2.74 2.51 4.88 

 农林牧渔劳动者 生产、运输工人 其他 总计 

 2000 2010 2000 2010 2000 2010 2000 2010 

全国 64.46 48.33 15.83 22.48 0.07 0.10 100.0 100.0 

汉族 63.09 46.40 16.61 23.41 0.07 0.10 100.0 100.0 

维吾尔族 80.35 82.74 5.89 4.55 0.13 0.12 100.0 100.0 

                                                        
1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722/21/2612243_13528035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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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 86.74 82.96 2.57 3.50 0.07 0.07 100.0 100.0 

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 2002：821-824；2012：746-748。 

 

那么，在维吾尔族教育持续同步发展的背景下，维吾尔族劳动力的行业和职业结构变化为什

么却与全国和汉族的发展逆向？就新疆本地区而言，2000-2010 年期间，新疆 GDP 总值从 1363.56

亿元增长到 5418.81 亿元，其中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从 21.1%下降到 19.8%，第二产业从 39.4% 增

长到 47.7%，第三产业从 39.5%下降到 32.5%1。由以上数字可以看出，新疆的第二产业在这 10

年保持了快速发展，而同期维吾尔族在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无论在人数还是在比例上反而显著下

降。换言之，在新疆第二产业大发展的这 10 年里，维吾尔族并没有充分参与这一历史进程，而

是呈现出某种“边缘化”迹象。 

我们注意到在新疆的一些地方或企业单位也许确实存在含“民族歧视”色彩的就业政策，在

一些单位的招聘信息中有“民族成分”要求，偏重招收汉族。我们在实地调查时询问过相关企业

的负责人，他们表示企业愿意招收汉族职工的原因，主要是考虑汉语能力和宗教因素（做礼拜、

封斋）对企业管理和工作效率的影响。虽然政府的民族政策是鼓励各自治区的企业招收当地少数

民族职工2，但收效有限。 

2000-2010 年是全中国和新疆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遗憾的是我国维吾尔族劳动力

在这一产业升级换代的过程中却没有进入“快车道”。在维吾尔族人口聚居的南疆（维吾尔族占

和田总人口的 96%，喀什 89%，阿克苏 72%，柯孜勒苏 64%），缺乏学习使用汉语文的语言环境，

进入 21 世纪后才开始推动中小学双语教育，今后进一步加强汉语学习和双语教育，使维吾尔族

学生能够主要通过汉文教材学习现代知识，这将是今后 10-20 年内扭转维吾尔族劳动力就业结构

现存困境、使广大维吾尔族民众得以参与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的主要渠道。 

7．继续加强现代知识体系维吾尔文版本的翻译工作 

前面提到因为受到维吾尔族人口和接受高等教育人数规模的客观限制，通过把现代知识体系

全面翻译成维吾尔文版来改善主要掌握维语青少年的学习条件，是不现实的。居住在 12 亿人以

汉语为母语、汉语文已成为国际现代知识体系主要载体的中国，维吾尔族学生通过学习汉语接受

现代知识体系十分便利和有效，可以为维吾尔族年轻一代提供更好的发展前景。但是，这是否意

味着接受维吾尔语教育就不可能很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理论上讲当然不是。但现实是，维吾

尔文出版物至今没有全面反映出现代社会生活所需要的知识结构。因此，今后必须进一步加强现

代知识体系的维吾尔文翻译工作。  

与工业化进程密切相关的现代知识体系（理工科、人文社会科学、医学、农学等）必须有某

种语言载体，但是表达这一现代知识体系的语言（英文、法文、日文、俄文、汉文等）却并不是

这些语言“原汁原味”的传统形态。它肯定继承了该语言许多传统词汇和语法因素，但既然这些

知识内容是近代才发现、梳理并加以表述的，在某种意义上，该语言必然在这一过程中创造许多

新词汇和新表达形式，即“脱胎换骨”成为一种新的“语言”。大学是传授现代知识的专门场所，

新知识需要用新词汇、新方法来加以表述。布迪厄强调“对任何人来说，包括对特权阶级的儿童，

大学的语言并不是一种母语。它是语言历史上的过去状态不按时间顺序的混合，与不同社会阶级

实际使用语言距离的远近差别很大”（布尔迪约、帕斯隆，2002：127）。 

举汉语为例，人们今天日常生活工作中使用的汉语文已经不再是清朝末年的汉语文了，而是

全面吸收西方现代知识体系内容与表达方式的、传播现代工业文明的一个全新形式的语言工具。

                                                        
1 http://www.docin.com/p-1384850582.html 
2 青藏铁路施工时，政府曾明确要求施工部门招收至少 50%的藏族人员。2014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规定，包括中

央企业在内的所有驻疆企业、政府投资以及各类援疆项目，70%以上的新增用工需用于吸纳当地劳动力就业

（http://www.beijingreview.com.cn/2009news/guonei/shehui/2014-08/05/content_63324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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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涉及现代政治经济生活和科学技术的词汇，都是清末民初之后出现的。自 1905 年“废科举，

兴新学”后，欧美知识体系开始被系统地译成汉文，而已经把这一知识体系译成日文并大量借用

汉字的日文出版物，自然成为加速这一进程的中介。2009 年 2 月 9 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刊载

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当代中国汉语七成是日货：日本汉语无处不在”，该文附录中按英文字母

排列的“常用的日本汉语”几乎包括了我国目前最常用的政治、社会、科技、金融词汇，“不使

用这些词汇，中国人几乎不能开口说话”。清末民初是汉文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的重要时期，

这一时期大量俄、法、英、德、日等国的优秀文学作品译成汉文，介绍给中国读者，外国文学的

表述方式通过对译者思维方式的影响融入译作之中，这些文学译作的流传推动了现代汉语的词

汇、语法、标点符号等等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历史转型。这也是为什么研究中

国古代汉文典籍必须在大学学习“古汉语”课程。同时，今天的中国人之所以能够通过现代汉语

很容易地接受现代知识体系并推动知识创新，就是因为汉语经过对国际现代知识体系载体文字的

翻译，系统地吸收了这一新知识体系并完成了语言转型。 

我国的维吾尔语要实现与国际现代知识体系的接轨，也必须完成这一转型过程。清末民初，

新疆即开始通过内地的汉文体系、沙俄（苏联）的俄文体系开始接触现代知识。光绪年间开办多

所现代学校，包括俄文法政学堂、中俄学堂、实业学堂等。辛亥革命后，内地出版的汉文报纸开

始进入新疆，新疆出版了《天山报》、《新疆日报》。1920 年开办的省立中学开设国文、数学、理

化、俄语、法制、经济等课程。1924 年成立俄文法政专门学校，1935 年该校改为新疆学院。省

立师范学校开设维、哈、蒙等民族班，编译民族文字教材，同时从苏联中亚地区购进大批少数民

族文字的教材和仪器（白振声、鲤渊信一，1992：114，335；陈慧生、陈超，2007：184-185）。

苏联塔什干出版的维吾尔文《解放报》也传播到新疆地区（包尔汉，1984：68）。 

抗日战争期间，新疆与内地的文化交流达到一个高潮。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托呼提·巴克对鲁

迅作品进行了系统的翻译和介绍，鲁特富拉·穆塔里甫 1938 年用维吾尔文创作了诗作《中国》

和大量歌颂中国抗战的剧本，尼米希依提在 1942 年写出了维吾尔文长诗《伟大的祖国》（姑丽娜

尔，2010：19；2011：12）。这些以现代政治话语和爱国情怀为特征的维吾尔文诗歌、剧本等出

版物充分表明在民国时期维吾尔语言通过汉文、俄文等知识媒介正在经历一个现代转型。1949

年后这一进程仍在继续，随着中国各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进一步整合，汉文教材

和专业出版物陆续译成维吾尔文，一些英文或其他文字的出版物也被译成维吾尔文，这些翻译工

作不仅在改变传统维吾尔语的词汇、语法，而且会潜移默化地改变维吾尔民众的思维方式，使其

更加适应于工业化社会和现代化发展，为维吾尔社会全面接受现代知识体系发挥桥梁作用。今天

的维吾尔语已不再是 20世纪初的维吾尔语，正如今天的汉语不再是 20世纪初的汉语。为了进一

步推动维吾尔语的现代转型，把现代知识体系译成维吾尔文的工作必须继续推进，各级政府应当

维吾尔文翻译出版工作给与更多的重视与资金投入，这是落实国家民族政策、推动各民族共同繁

荣的重要工作。汉语和我国少数族群语言的现代化转型，将有力地推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语

言体系和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发展。 

在各伊斯兰教国家中，土耳其在现代化方面进步显著，土耳其语的现代化转型不仅体现在系

统接受欧洲工业化知识体系，而且体现在土耳其国父凯末尔 1928 年克服重重阻力推动的字母拉

丁化
1
。传统阿拉伯字母使民众阅读和书写方面非常困难，文字拉丁化后使土耳其民众识字率在

短时期内迅速提高，对普及全民教育和民众学习现代学校知识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昝涛，

2008：18-19）。20 世纪 50 年代末中国政府推动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拉丁化，同样效果显著，不

                                                        
1 凯末尔指出：“数百年来，我们的头脑一直处于铁框框之中，我们必须把自己从那些难以理解的符号中解放出

来，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对土耳其文字改革的作法也有批评意见，有些人认为新文字使后代不能阅读传统

经典文献，不利于继承传统（昝涛，20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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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使维吾尔、哈萨克民众学习文字、使用现代通讯工具更加便利1，而且有利于其他熟悉拉丁字

母的人（汉族和欧美各国）学习维吾尔语，对维吾尔族的族际交流十分有益，可被视为推进维吾

尔语“现代化转型”的重要一步。令人遗憾的是，1982 年新文字被废止，我国维吾尔文和哈萨

克文回归到阿拉伯字母的传统文字。 

8．汉语学习和双语教育是维吾尔族参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渠道 

对于我国维吾尔族来说，在推动维吾尔语现代化转型的同时，主要通过汉文教材和出版物来

学习现代知识体系是最便利和最有效的渠道。除中央民族大学个别专业外，内地各大学不具备用

维吾尔语开展专业教学的客观条件，那些希望在一流综合性大学（如北京大学）或专业大学（如

中国科技大学）完成本科和研究生学业的维吾尔族学生，只能通过汉语接受专业教育。我们希望

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等各族青年不仅能够顺利实现就业，参与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而且能

够涌现出一大批世界一流水平的科学家、建筑师、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医生、将军、作家、艺

术家、企业家、运动员等各领域的顶尖人才，提高少数族群在国家发展决策层面的参与程度和影

响力。美国在 2008 年选出一位有黑人血统的总统，我们期望在 21世纪中国也会出现有少数族群

血统的国家最高领导人。 

但是，只有全国教育质量最好的大学校园才是涌现顶尖级人才的最佳环境。美国哈佛大学

2009 年招收的本科生中有 10.5%是黑人，这一比例接近美国总人口中黑人所占比例。相比之下，

2010 年北京大学招收了 7名维吾尔族和 6名藏族本科生、清华大学招收了 2名维吾尔族、7名藏

族本科生，其中部分还是教育部安排必招的名额，这与美国一流大学积极招收少数族裔学生的力

度无法相比。据我所知，北大和清华这两所大学并没有排斥少数民族考生的招生政策，维吾尔族、

藏族学生之所以人数少，主要是受考试成绩以及学习语种的限制。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我们必须

认识到从小学开始加强汉语学习和双语教育是我国维吾尔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年轻一代参与中国

现代化进程、实现社会流动和个人理想、推进民族平等和共同繁荣的重要渠道。 

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在一些有关民族地区推行双语教育，既要求少数民族学习

国家通用语言，也要鼓励在民族地区生活的汉族群众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学好国家通用

语言，对就业、接受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融入社会都有利”。如果大家对这一点形成共识，共同

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我相信我国少数民族的现代化步伐在下一个 10 年里就会走得更加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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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关于李维汉建议中共中央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问题的考证1 

 

李国芳2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曾主张效法苏联，长期宣传少数民族自决、建立联邦制国家。但在 1

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中共中央突然放弃了上述主张，而决定实行单一制下的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对此，近 20年来学术界一般均认为这是李维汉建议的结果。问题是，经过查证，

这种说法仅仅是在事隔 30余年后李维汉的一则回忆；并且，在中共民族政策转向前夕李维汉因

摔伤腿而未能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也对李维汉是否可能提出上述建议构成了不利的证据。但是，

李维汉提出，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借鉴苏联民族自治形式中的“行政自治”，当是确切无

疑的。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号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中

共中央何时放弃以往长期坚持的民族自决、联邦制主张，而改行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的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陈扬勇考证，时间当在 1949 年 8 月下旬到 9 月 5日

                                                        
1 本文刊载于《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第 2 辑。 
2 作者为 中共中央党校 党史教研部 副教授。 


